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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全面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引领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抓手，也被视作解决一系列城市问题，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出路[1] [2][3]。2024年5月，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进入深化发展的新阶段。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治理模式，智慧城市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4]，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5]，以实现优政、惠民、兴业、强基和数字安全的目标[6]，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在政府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从智慧城市建设投资规模来看，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数据，2023年中国智慧城市ICT（信息和通信技术）市场投资规模超过8 700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27年中国智慧城市ICT市场投资规模将超过1.18万亿元，2023年至2027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8.0%。从智慧城市建设数量来看，自2012年启动首批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以来，几乎所有地级市和超过半数的县级城市均提出智慧城市的建设需求。从智慧城市建设实践探索来看，无论是建设各类独立的“点状”信息化系统，各部门依据管理职能提供“条线”数字化应用和服务，还是逐步探索推进跨部门、跨业务、跨系统的“面上”集成应用，都形成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7]。许多城市应用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等建设了智慧城市运营指挥中心，进行了城市大脑等中枢系统的实践探索，在城市治理决策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提升了城市综合治理能力水平和治理效果，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8]。值得注意的是，庞大的智慧城市建设投资在众多城市同步展开，而智慧城市建设在规模和空间上又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分布格局。城市间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关联性的因素越来越多变多元，迫切需要从传统的“点状”信息化系统、“线条”数字化服务应用、“面上”集成应用拓展到城市间的“网络”联通共享，从一个更大的宏观视域审视智慧城市建设，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智慧城市建设的综合效能[9][10]。为此，该文从网络视角出发，构建空间关联理论分析框架，将所有智慧城市看成一张互联互通的复杂网络，每个城市在网络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该文则试图构建起这样一张网络并厘清智慧城市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探究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的主要因素，加强城市间的协同性、联动性和整体性，从而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投资效率和城市智慧化水平。
1文献综述
从已有文献来看，有关智慧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智慧城市的概念界定、智慧城市建设的经济社会影响、智慧城市的建设模式与路径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四个方面。
一是智慧城市的概念界定。2008年，IBM公司提出“智慧地球”战略，认为智慧城市是一种新型城市管理模式，但并没有对智慧城市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Batty等[11]将智慧城市定义为ICT与传统基础设施相融合，使用新数字技术进行协调和集成的城市。Gori等[12]将智慧城市定义为由公民和消费者需求主导的创新，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实现物质资源、技能、时间以及数据等共享。欧盟将智慧城市的概念定义为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提高生活质量。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形成无处不在的惠民服务、透明高效的在线政府、融合创新的信息经济、精准精细的城市治理、安全可靠的运行体系”。可以发现，这些概念界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强调了城市资源的智慧化和共享化，这为智慧城市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明确了发展方向与实施内容。
二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经济社会影响。伴随着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的推开，众多文献采用准自然实验的量化方法，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效应及机制。巫细波等[13]认为智慧城市理念在规范城市管理，打造物联网产业，激发科技创新，创造美好生活四个方面对城市建设有重大影响。辜胜阻等[14]认为智慧城市对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融合具有积极效应。通过深入分析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普遍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治理、就业创业、技术创新、环境污染治理等多个方面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有利于形成技术与应用的良性循环[15][16][17][18][19][20]。
三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模式与路径。目前，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就智慧城市建设策略。例如，有学者指出，智慧城市建设应不断超出现有硬件、软件设施与治理框架，而是要进一步创新城市管理体制机制[21]，并且要结合“互联网+”与PPP模式，打造新型智慧场景，以满足市民生活与生产需求为导向[22][23]。对此，常江等[24]把智慧城市分为先导型城市、过渡型城市和滞后型城市三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市类型从空间维度、数据维度和制度位图提出建设路径。张龙鹏等[25]从技术维度和制度维度探讨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随着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与市场力量的深度融合，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进入深化发展的新阶段，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的实体城市与虚拟城市相互映射、协同交互的复杂系统成为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26]。毛超等提出了数字孪生驱动下的城市智慧治理方法体系[27]。陶红和张振比较分析了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和广州的数字孪生城市建设实践，构建了由战略体系、运行体系、基础体系3个层次组成的广州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整体框架[28]。郭夏臣等以上海市“一网通办”为例，论述了数字孪生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规划、道路导航、智能化安防安保等方面的应用，将多个部门、多个需求内容均可整合到同一套系统中，通过多方数据收集者以及智能化模拟等形式提供一系列智慧服务[29]。
四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鉴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崛起，近年来学术界涌现出了从空间视角探讨智慧城市建设的文献。例如，有学者认为时空间数据能突破传统城市规划与管理的时空间尺度，时空行为的研究与规划是构建智慧城市的关键[30]，并且已有研究也发现我国东部地区已形成智慧城市群，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中西部地区则呈以点带面式分布[31]。还有学者构建了基于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城市空间发展模型总体架构[32]，并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77个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发现智慧城市的发展格局呈单极态势和“梭”型结构[33]。同时，徐振华等[34]基于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发现，黄河流域绿色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网络联通性较好且不存在等级结构，空间关联的紧密度和稳定性不断增强，但城市间的协同性仍需进一步提升。
现有文献为该文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然而，已有研究大都囿于传统的空间分析方法，从“地理邻近”的视角看问题，无法揭示城市间内部复杂的、多线程的空间溢出关系，虽然也有少量文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揭示城市间的空间关联，但对智慧城市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认识还不够充分，导致研究结论和政策含义缺乏指导意义。与已有研究不同，该文将所有智慧城市看成一张空间关联的网络图谱，每个智慧城市为网络中的节点，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并且采用一种新的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全新解读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并运用QAP技术揭示影响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的主要因素，以期为科学规划和统筹布局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理论与政策参考。
2研究设计
2.1理论基础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城市内部以及城市间的新型基础设施越发完善，传统意义上的空间距离不在成为人口、物质、信息等资源要素流动的关键屏障。中心地理论则鲜明的指出，现代城市已不再是孤立的单元，而是地理系统与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的“场空间”已被淘汰。在人口、资源、要素等错综复杂的“空间流”下，城市间的“空间关联”这一概念开始出现[35]。智慧城市建设正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理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36]。尤其是在数字孪生技术赋能智慧城市建设的新阶段，城市功能、形态和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催生了智慧城市群的兴起，从更宏观、更广阔、更系统的层面上加速了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的实施，也为区域的智慧一体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创新空间[37]。同时，伴随着低空经济等新业态的兴起，城市和区域之间的动态协同与联动更加频繁，智慧城市建设将进一步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概念，推动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互联互通迈上更高台阶。因此，对智慧城市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单个城市的智慧化，各个城市已不再是孤立的点，而是交互成为了一张复杂网络，分析各个城市在网络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有利于推动城市间智慧化协同。具体而言，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网络是各城市俩俩关联关系的集合，各个城市为空间关联网络中的节点，如果两个城市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则画出一条带有指向性的线将两个节点连接起来，从而构成一张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的网络图谱，进一步借助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该网络的拓扑结构展开研究，有利于提高智慧城市建设效率和水平，实现智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2.2研究对象选取
该文以国脉研究院2023年11月发布的《第十三届（2023）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纳入评估范围的10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footnoteRef:1]。具体研究对象以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为基础范围，综合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在智慧城市建设政策指引和投入力度等方面有一定基础的城市，所属地区涵盖我国华东、华中、华南、华北、西南、西北、东北等七个地理区域[footnoteRef:2]，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更为重要的是，该报告建立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涵盖数字化发展力、网络化协同率、智能化渗透率和一体化创新力四个一级指标，下设10个二级指标，29个三级指标，是目前较权威的关于智慧城市的评估数据。因此，选择该数据展开研究并挖掘智慧城市发展的空间关联效应，具有较强的可靠性。表1报告了我国2022年智慧城市综合得分及地域分布情况，从地域分布来看，华东地区的城市最多达到47个，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城市数量较少，分别只有4个和6个。从总体得分来看，华东和华南地区城市的智慧化水平相对较高，西北地区和华中地区则相对落后，区域内部也呈现一定的分化特征。整体而言，智慧城市的得分偏低，只有华南和华东地区的平均得分超过了60，智慧城市建设提升空间依然较大。 [1: 该报告由智慧中国年会组委会/国脉研究院编制，原报告是105个城市，包括无锡市及其下属的梁溪区，对此该文将该区纳入到无锡市，故为104个城市。]  [2: 中国七大自然地理分区的基本依据是按照国家地理区域划分的，也是中国地理专家们多年研究成果形成的共识，在学术研究中七大自然地理分区被广泛运用。] 

表1  智慧城市评分描述性统计
	区域
	城市数量
	最高得分
	最低得分
	平均分
	标准差

	东北
	4
	60.97
	55.02
	58.11
	2.18

	华北
	12
	86.64
	45.89
	57.64
	11.43

	华东
	47
	84.26
	44.52
	60.97
	8.87

	华南
	11
	81.47
	48.62
	61.15
	9.02

	华中
	14
	67.39
	43.09
	54.82
	7.20

	西北
	6
	60.17
	41.16
	51.45
	6.96

	西南
	10
	75.99
	41.42
	56.89
	10.40


注：数据来源于国脉研究院2023年11月发布的《第十三届（2023）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

2.3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网络的构建
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网络是各城市俩俩关联关系的集合，各个城市为空间关联网络中的节点，如果两个城市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则画出一条带有指向性的线将两个节点连接起来，如此构成一张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的网络图，即使某两个城市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关系，也可以通过桥梁城市产生关联。目前，刻画空间关联关系的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基于VAR模型，应用Granger Causality检验方法建立关联网络，如李敬等[38]及刘华军等[39]采用这类方法构建空间关联网络。另一类是基于引力模型或改进的引力模型建立关联网络，采用这种方法构建空间关联网络的有侯赟慧等[40]、冷炳荣等[41]学者。由于VAR模型对于时滞的选择十分敏感，往往只适用于时间跨度较长的数据，且不能用于截面总量数据，而该文的研究对象是2022年104个城市的截面数据。因此，该文借鉴侯赟慧等[40]、冷炳荣等[41]的做法，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来构建中国智慧城市的空间关联网络，基本模型构建如下：
[bookmark: OLE_LINK3]                        ，()                  （1）
其中表示两个智慧城市空间关联强度、分别为第i、j个城市2022年智慧发展水平总体评价得分；为第i、j个城市间的距离。
鉴于智慧城市建设水平往往与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该文将比例常数的表达式设定为：
                                                         （2）

其中，表示2022年城市i与城市j的人均GDP。此处i与j与（1）式保持一致。对于城市间距离，该文使用城市地理坐标计算，由下式给出：

    （3） 
其中， radius为地球半径，long和lat分别为城市的经度和维度。根据（1）式计算出引力矩阵后，需要对其进行二值化处理。对此，借鉴刘华军等[42]、张德钢等[43]的做法，该文对引力矩阵的各行取平均值，若引力高于该行的平均值，则取值为1，表明该行城市和该列城市的智慧发展水平存在关联关系。相应地，在关联网络中，画出一条由该行城市指向该列城市的箭线，反之则取值为0，表明该行城市和该列城市的智慧发展水平不存在关联关系，由此便构建出了智慧城市的空间关联矩阵。
2.4  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的刻画
2.4.1 整体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用以描述网络各成员的密集程度，其值越大，个体成员联系就越紧密。在智慧城市关联网络中，网络密度为成员间实际存在的关系总数与理论最大关系总数的比值。由于城市彼此均存在溢出效应与接收效应，因此智慧城市网络为有向网络，关系最大可能值为n(n-1)，若智慧城市间的实际关系为m，则网络密度d可由下式计算得出。
                                                    （4）
2.4.2 网络中心性 
中心性（Centrality）是衡量网络节点地位和作用的指标，Freeman[31]建议可以用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等来刻画。
点度中心度（Point Centrality）。点度中心度直接反映了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如果由某个节点发送或接收的关系数目越多，则其在网络中就越处于中心地位。智慧城市关联网络为有向网络，因此点度中心度可进一步分为点入度和点出度，以反映某个城市被其他城市“关注”的程度以及“关注”其他城市的程度。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4]中间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Freeman[44]认为如果一个个体介于多个个体之间，那么就表示该个体可能对其他个体间的联系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用于描述该特性的指标就是中间中心度，数值越大，此个体“控制”其他个体间联系的能力就越强。在智慧城市的空间关联分析中，研究城市之间的“桥梁”对于把握重要沟通型城市，使其更好地行使“中介”职能，促进城市间联系具有重要意义。设城市的绝对中心度为为，城市j、k间具有的联系数为，城市把控这两个城市间联系的能力用表示，其含义为城市i位于城市j、k之间的联系路径上的概率。若城市j、k之间具有的经过城市i的联系数记为，那么=/。绝对中间中心度的表达式即为式（5）。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0]               ,(）           （5）
接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这反映的是节点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程度，节点的接近中心度越高，则其与其他节点的直接关联关系越多，在网络中就处于更加中心的位置。设d为两个节点间的捷径距离（即捷径中包含的线数）。则可由（6）式计算出中间中心度CC。

                                 （6）
2.4.3 块模型
Boorman等[45]提出的块模型是空间聚类分析的重要方法，同时也用于描述研究对象在网络中的位置，现已被学者广泛运用于经济体系等方面的研究。整体网络密度只能反映整体密集程度，块模型则是从“结构对等性”角度出发，进一步把握中国智慧城市网络的结构。构建块模型分为两步：一是成员分区，即把所研究对象划分到不同位置，通常采用迭代相关收敛法（CONCOR）与层次聚类分析法，该文采用前一种方法。二是按标准对上一步划分的板块取值，即板块是0-块还是1-块，该文取值标准采取最常用的α-密度指标，设定α为智慧城市整体网络密度值。同时，参照Wasserman等[46]建立的评价位置内部关系趋势的指标（表2）。其中，记为板块中智慧城市的数目，记g为该关联网络所含总体城市数目。
表2 块模型板块分类
	板块内部关系比例
	板块接收关系比例
≈ 0                > 0	

	≥（－1）/（g－1）
	双向溢出板块   主受益板块/净受益板块

	<（－1）/（g－1）
	净溢出板块         经纪人板块


2.5数据说明
该文所使用的中国智慧城市评价得分的相关数据，都是来源于国脉公司2023年11月发布的《第十三届（2023）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城市的经纬度来源于GPSspg经纬度查询网站。人均GDP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3》。
3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分析
3.1网络密度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的修正的引力模型构建智慧城市关联矩阵后，该文运用可视化工具network visualization software绘制了2022年中国智慧城市的空间关联网络拓扑图（图1）。
[image: ]
图1  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网络拓扑图
如图1所示，智慧城市网络呈现出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智慧城市间存在广泛的多线程的复杂联系，超越了传统地理范围的关联。总体上看，智慧城市关联网络有三个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区域一所含城市有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西安、郑州、唐山、呼和浩特等。区域二所含城市有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扬州、南通、镇江等。区域三所含地区有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遵义、绵阳等。相对边缘化的城市有湛江、泉州、厦门、茂名、漳州等。综上，多数东部地区城市，尤其是属于华北和华东地区的城市联系较为紧密，个别西部地区的城市，如，昆明、贵阳也处于较为中心位置，但总体而言西北地区和部分华南地区的城市联系较为松散。与前文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描述分析结果相呼应，智慧城市呈现出东部地区城市联系紧密而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城市关联松散的格局。
进一步地，该文计算了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网络密度，其值为0.153，这一结果与Mayhew等学者运用随机选择模型研究发现现有社会网络中可能存在的最大网络密度数值为0.5还有较大差距[24]，可见中国智慧城市间的空间关联程度尚不够紧密，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不能仅仅考虑单一城市的智慧化，更需要高度重视城市间的协同智慧化，从更大的范围发挥智慧城市建设所产生的经济和治理效能。
3.2 网络中心性分析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6]网络中心性分析用于揭示智慧城市在关联网络中所处地位与发挥的作用。从表3报告的结果来看，德州的点入度最大，其值为36，说明该城市接受其他城市的关系较多；乌鲁木齐的点出度最大，其值为37，说明该城市向外发送的关系较多。点入度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德州、保定、济宁、石家庄、临沂、济南、沧州、潍坊、菏泽、邯郸；点出度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乌鲁木齐、西安、拉萨、合肥、太原、银川、盐城、呼和浩特、沈阳、徐州。总体点度中心度位列前十的城市分别为：济南、南昌、镇江、徐州、青岛、南京、杭州、武汉、合肥、扬州。由此可见，华东地区在智慧城市网络中扮演“主角”，地位较高，西北地区则相对弱势，说明此网络结构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结合2022年中国智慧城市的总体评分数据，点度中心度排名前十的城市总评分区间分布在56分至84分，属于中等及以上水平；排名后十的城市总评分区间分布在45分至62分，属于中等及以下水平。通过比较发现，前十名与后十名总评分分布存在交叉，表明评分相对较高的城市不一定位于中心位置。可见，地域是影响智慧城市关联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受其地理位置的影响较大，而经济质量也会向城市智慧化水平渗透，加之东西部地区城市分布的紧密程度的影响，使得华东地区的“主角光环”愈发耀眼。此外，整体网的点入度中心势和点出度中心势相差较小，说明中国智慧城市网络具有一定的对称性，但整体网络中心性较差，即宏观集中程度较差。
表3  智慧城市关联网络各中心性指标排名前十的城市
	城市
	点入度
	城市
	点出度
	城市
	点度
中心度
	城市
	中间
中心度
	城市
	内接近
中心度
	城市
	外接近
中心度

	
	
	
	
	
	
	
	
	
	
	
	

	德州
	31
	乌鲁木齐
	32
	济南
	50
	宜昌
	1327.45
	南京
	46.047
	许昌
	22.86

	保定
	29
	西安
	28
	南昌
	50
	大连
	987.6
	无锡
	45.413
	宜昌
	23.29

	济宁
	27
	拉萨
	28
	镇江
	46
	郑州
	971.05
	杭州
	44.595
	徐州
	22.97

	石家庄
	26
	合肥
	27
	徐州
	45
	重庆
	936.36
	芜湖
	44.196
	济南
	22.97

	临沂
	26
	太原
	27
	青岛
	43
	襄阳
	895.14
	合肥
	43.805
	襄阳
	23.97

	济南
	26
	银川
	26
	南京
	42
	武汉
	849.11
	武汉
	43.805
	周口
	23.13

	沧州
	25
	盐城
	26
	杭州
	42
	济南
	837.78
	镇江
	43.421
	滁州
	24.03

	滩坊
	24
	呼和浩特
	25
	武汉
	42
	合肥
	779.14
	苏州
	43.231
	沧州
	23.86

	菏泽
	24
	沈阳
	24
	合肥
	41
	徐州
	720.26
	扬州
	43.043
	乌鲁木齐
	33.67

	邯郸
	23
	徐州
	24
	扬州
	39
	南昌
	707.25
	郑州
	42.672
	榆林
	33.56



中间中心度排名前十的城市为：宜昌、大连、郑州、重庆、襄阳、武汉、济南、合肥、徐州、南昌。其中，属于华中地区的城市占50%，属于华东地区的占30%，属于西南、东北地区的城市各占10%，表明中东部地区有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仍相对弱势。由于具备区位优势，中东部地区占我国试点城市总数的份额较大，从2012年我国首批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名单来看，属于中东部地区的智慧城市占比达到50%，表明该地区在制度上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后发城市往往会参照先发城市的规划模式，先发城市对后发城市也具有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故而相对于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中东部地区具有更优良的“示范效应”与“桥梁效应”。
内接近中心度排名前十的城市为：南京、无锡、杭州、芜湖、合肥、武汉、镇江、苏州、扬州、郑州。其中，属于华东地区的比例为80%，华中地区占20%，表明中东部地区的智慧城市向内传递信息的独立性较强，效率较高。外接近中心度排名前十的城市为：许昌、宜昌、徐州、济南、襄阳、周口、滁州、沧州、乌鲁木齐、榆林。其中，属于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的比例依次为30%、30%、20%、20%，表明高效率向外传递信息的智慧城市分布较为分散。这些城市做为不易受控制的核心点，在关联效应上表现为较强的独立性或者有效性，故而具有重要参考示范价值。
3.3 块模型分析   
[bookmark: OLE_LINK102][bookmark: OLE_LINK101]前文对网络密度的分析从整体上描述了智慧城市关联网络，块模型分析则是将关联网络划分开来，了解局部的信息。该文基于CONCOR分析法，将最大分割密度限定为2，收敛标准限定为0.2，由此把104个智慧城市划分为4个板块，进一步探索智慧城市关联网络的结构，详细结果见表4。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7]表4  智慧城市空间关联板块划分
	板  块
	城市名称

	板块一
	杭州 武汉 上海 芜湖 镇江 无锡 上饶 南京 宁波 珠海 常州 绍兴 苏州 金华　嘉兴 盐城 扬州 福州 南昌 南通 温州 合肥 淮安 泉州 台州 宿迁 湖州 东营 沧州

	板块二
	贵阳 深圳 佛山 中山 连云港 绵阳 重庆 泰州 淄博 惠州 保定 长沙 南阳 厦门 海口 宜昌 江门 株洲 成都 南宁 襄阳　东莞 遵义 临沂 常德 昆明 广州 包头 赣州 济宁 郑州

	板块三
	长春 大连 德州 石家庄 北京 洛阳 威海 烟台 宜春 天津 九江 湛江 沈阳 唐山 青岛 潍坊 漳州	廊坊 徐州 滁州 新乡 济南 哈尔滨 衡阳

	板块四
	宜宾 呼和浩特 鄂尔多斯 许昌 曲靖 兰州 西宁 龙岩 西安 邯郸 乌鲁木齐 太原 银川 茂名 岳阳 菏泽 宁德 周口 拉萨 榆林



进一步地，该文对四大板块在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网络中的作用和功能展开分析。表5的结果显示，1641个关联数中，有1257个关联数属于板块内，占比约77%，表明板块内联系紧密，板块间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属于板块一的城市有29个，主要集中于华北、华东、与华中地区，其接收关系535个，输出关系485个，期望内部关系比重为27%，实际内部关系比重为84%，对外发送关系与接收外部关系较多，且前者显著少于后者，所以板块一为净受益板块。属于板块二的城市有31个，主要分布于华南、西南与华中地区，其接收关系454个，输出关系464个，期望内部关系比重29%，实际内部关系比重81%，该板块对内对外均存在溢出效应，所以板块二为双向溢出板块。归于板块三的城市有24个，分布于东北、华北与华东地区，接收关系387个，发送关系383个，期望内部关系比例为22%，实际内部关系比例为75%，该板块接收外部关系与向外部发出关系数目相近，起到“桥梁”作用，所以板块三为经纪人板块。归于板块四的城市有20个，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与华中地区，接收关系265，发送关系309，期望内部关系比例为18%，实际内部关系比例为62%，向外输出关系数显著大于接收外部关系数，所以板块四为净溢出板块。
[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67][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64]表5  智慧城市空间关联板块功能划分
	板块
	城市
数目
	接收关系
	输出关系
	期望内部
关系比例
	实际内部
关系比例
	板块类型

	
	
	内部
	外部
	内部
	外部
	
	
	

	板块一
	29
	405
	130
	405
	80
	27%
	84%
	净受益板块

	板块二
	31
	374
	80
	374
	90
	29%
	81%
	双向溢出板块

	板块三
	24
	286
	101
	286
	97
	22%
	75%
	经纪人板块

	板块四
	20
	192
	73
	192
	117
	18%
	62%
	净溢出板块



此外，根据智慧城市的空间关联关系，还可以计算出各个板块的密度矩阵，用于反映各个板块的溢出效应。该文以整体网络密度值0.153为区分0-块、1-块的分界点，板块密度高于整体网络密度的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这样便得到了像矩阵（表6）。由表6可知，除板块四对板块三有较强溢出效应之外，四个板块均呈现出较强的自反式关系，说明我国智慧城市的空间关联性较多存在于板块内部。此现象表明我国智慧城市关联呈现小群体特征，内部城市之间联系较强，而群体之间联系不显著。
表6  智慧城市空间关联板块密度矩阵与像矩阵
	板块
	密度矩阵
	像矩阵

	
	板块一
	板块二
	板块三
	板块四
	板块一
	板块二
	板块三
	板块四

	板块一
	0.546 
	0.046 
	0.017 
	0.015 
	1
	0
	0
	0

	板块二
	0.062 
	0.348 
	0.001 
	0.023 
	0
	1
	0
	0

	板块三
	0.074 
	0.000 
	0.466 
	0.061 
	0
	0
	1
	0

	板块四
	0.021 
	0.029 
	0.141 
	0.374 
	0
	0
	1
	1



4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的影响因素--基于QAP分析法 
4.1指标选择与模型构建
在分析完我国智慧城市的空间网络关联特征后，接下来，该文对影响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的因素进行探究，以期找出影响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的核心要素，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参考。该文着重从数字化发展力、网络化协同率、智能化渗透率、一体化创新力等四大智慧城市建设领域分析其对智慧城市整体空间关联的影响，原因在于这四大领域涵盖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几乎所有内容，直接影响着智慧城市的建设成效和综合得分。为此，该文构建模型如式（7）所示。
                                   （7）
[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36]其中，R为104个智慧城市的空间关联矩阵，来源于第二部分构建的我国智慧城市关联矩阵。fzl，xtl，stl，cxl依次代表数字化发展力、网络化协同率、智能化渗透率、一体化创新力等四个关联矩阵。由于以上数据皆为关系数据，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在此采用QAP分析法。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又称二次指派程序，由于该方法不要求变量之间的独立性，故而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得到广泛运用。
4.2 QAP相关分析   
QAP相关分析是研究两个关系矩阵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的方法。其原理有三步：首先，计算相比较的两个关系矩阵所形成的长向量间的相关系数。其次，将其中一个矩阵的行列进行随机置换，并计算置换后矩阵间的相关系数，如此重复多次，得到相关系数的分布。最后，比较在第一步中计算出来的相关系数与随机重排计算出来的相关系数的分布，对相关系数做出显著性评价。根据这一原理，该文进行5000次随机置换，将QAP相关性分析结果报告在表7。表中概率一含义为随机置换输出的相关系数大于或等于实际相关系数的几率，概率二含义为前者小于或等于后者的几率。表7显示，数字化发展力、网络化协同率、智能化渗透率、一体化创新力均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均超过0.8，并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这些因素可能对智慧城市的空间关联具有重要影响。
表7  QAP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实际相关系数
	显著性水平
	相关系数均值
	标准差
	概率一
	概率二

	fzl
	0.909
	0.000
	0.000
	0.012
	0.000
	1.000

	Xtl
	0.934
	0.000
	0.000
	0.012
	0.000
	1.000

	stl
	0.951
	0.000
	0.000
	0.012
	0.000
	1.000

	cxl
	0.891
	0.000
	0.000
	0.013
	0.000
	1.000


4.3 QAP回归分析   
[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2]进一步判定数字化发展力、网络化协同率、智能化渗透率、一体化创新力对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的影响还需要进行QAP回归分析。QAP回归分析是研究一个矩阵与多个矩阵之间的回归关系的方法。其原理分为三步：首先，对自变量矩阵和因变量矩阵的长向量元素进行一般性多元回归分析。其次，对因变量矩阵的行列同时进行随机置换，然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并记录所有的数值以及判定系数R2。最后，根据回归系数及判定系数的分布，对回归系数及判定系数R2做出显著性评价。与相关分析相同，该文进行5000次随机置换，结果详见表8、表9。其中，R2表示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表8  拟合结果
	 R2
		R2
	概率三
	样本体积

	0.928
	0.928
	0.000
	10712


表8显示R2与R2保持一致，均为0.928，表明数字化发展力、网络化协同率、智能化渗透率、一体化创新力对智慧城市关联程度的解释达到92.8%。概率三含义为随机置换输出的R2大于或者等于实际观察到的R2的概率，结果显示调整的R2在1%的水平显著。由于研究对象包含104个城市，因此除与自身的关系，样本体积即观察项数目为104（104-1）=10712。
表9  QAP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显著性水平
	概率四
	概率五
	标准差

	截距
	-0.002
	-
	-
	-
	-
	-

	fzl
	0.167 
	0.168 
	0.000
	0.000
	1.000
	0.006

	xtl
	0.215 
	0.214 
	0.000
	0.000
	1.000
	0.008

	stl
	0.362 
	0.361 
	0.000
	0.000
	1.000
	0.009

	cxl
	0.136 
	0.136 
	0.000
	0.000
	1.000
	0.007



表9中概率四含义为随机置换输出的判定系数绝对值大于或者等于观察到的判定系数的概率；概率五含义为前者小于或者等于后者的概率。结果显示，数字化发展力、网络化协同率、智能化渗透率、一体化创新力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城市间数据基础设施的共享、开放以及数据挖掘程度越深；城市间协同管理程度越高，网络空间管理能力越强；城市间智能化惠民服务工作越深入，政民互动越频繁；城市间在创新研发投入，产业信息化、创新环境的关联越高，智慧城市的溢出效应就越强。因此，在未来智慧城市建设中，尤其需要加强区域协同治理，充分挖掘智慧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达成智慧城市群共建联治。对此，应以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和市场力量深入融合为契机，推动城市人、地、事、物、情、组织等多维度数据融通，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2]5结论及建议
该文从复杂网络的视角研究智慧城市的空间关联问题，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构建我国104个智慧城市的复杂空间关联网络，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矩阵进行网络密度、中心性以及块模型分析，进一步地，运用QAP分析法对影响智慧城市关联效应的四大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性与回归性评价。主要结论为：
第一，智慧城市间具有复杂的、多线程的网络关联关系。104个智慧城市间共存在1641个空间关联关系，但整体网络密度依然偏小，智慧城市间联系尚不够紧密。此外，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合作竞争机制等影响，城市关联紧密程度呈现“东密西疏”的横向差异，个别西部地区的城市，如，昆明、贵阳也处于较为中心位置，但总体而言西北地区和部分华南地区的城市联系较为松散。
第二，智慧城市间存在较为森严的等级特征，少数城市在整个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华东地区在我国智慧城市关联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西北地区与东北地区相对弱势，且智慧城市宏观集中度较差，“桥梁型”城市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占比较少，智慧城市网络结构地区差异明显。后发城市往往会参照先发城市的规划模式，先发城市对后发城市也具有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故而相对于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中东部地区具有更优良的“示范效应”与“桥梁效应”。
第三，智慧城市可以划分为“双向溢出”、“净受益”、“净溢出”以及“经纪人”四个特色鲜明的功能板块。智慧城市的空间关联性较多存在于板块内部，1641个空间关联关系中，板块内部的关联关系达到1257个，除板块四对板块三有较强溢出效应之外，其余板块间联系均不明显，加强各功能板块间的互联互通尤为重要。
第四，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的核心影响因素为数字化发展力、网络化协同率、智能化渗透率、一体化创新力。QAP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力、网络化协同率、智能化渗透率、一体化创新力对智慧城市溢出效应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可解释程度达92.8%，且均在统计上显著，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这四个核心影响因素的空间关联。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对促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优化资源配置，升级智慧设施。做好智慧城市空间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与区域规划。从智慧城市空间溢出效应来看，各个变量都有可能在不同场景中存在或正或负的空间效应。因此，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从全局和区域的角度，相应地发挥主导作用和主体力量，构建跨区域协同联动发展机制，做好空间规划与智慧城市契合度，优化配置产业资源、创新要素、经济组织和智慧信息等，打破区域资源壁垒，促进不同要素发挥正向效应。加大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缩小“硬件”质量与中东部地区城市的差距。持续关注民生需求，积极贯彻人本理念，提升智慧服务水平与教育水平，促进知识经济发展，不断升级“软件”。
第二，强调互利互惠，推进合作竞争。强化同侪合作与竞争意识，增城城市空间网络化协同率。针对智慧城市联系不紧密现象，倡导建立“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城市共享发展联系机制，以智慧化先发城市带动后发城市的发展。要积极发挥华东地区“主角区域”的牵引辐射作用，向欠佳城市传授先进技术，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不断促进智慧城市在经济上、管理上、服务上的沟通互联，提升个体智慧化水平，打造智慧城市发展命运共同体。智慧城市发展不能一概而论，各城市应立足自身条件和资源禀赋，探索适合本地区智慧城市多样化建设路径模，避免千篇一律和同质化现象。除基础设施外，还应充分考虑各个城市的比较竞争优势，结合现代信息技术，打造城市特色智慧产业，高效发展城市特色智慧经济，拓展智慧应用场景。例如，在智慧城市管理方面，提升航空应急救援服务能力，充分发挥通用航空服务多元化公益场景效能，在医疗救援、灾害救援、街道管理、交通执法、水质监测等领域开展无人机应用；推动港航领域低空经济“新基建”发展，加快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技术在港口航运中的应用，加快推动港口及辅助设施自动化建设。
第三，坚持创新驱动，推动跨界融合。各城市要坚持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城市数字化运营管理力和城市区域及要素的一体化创新力；持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制度创新，完善智慧城市发展新方案，建设创新载体，促进智慧城市建设新方案落地落实，深化城市智慧型发展，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契机。例如，依托智慧低空赋能数字城市建设，推动数字孪生技术、低空经济支撑技术与城市治理场景有机结合，建设“城市智慧大脑”一体化共享平台，构建智慧应急响应体系，构筑上下协同、空地一体、智慧高效的创新型综合服务能力。各地要通过资金、政策、税收、制度等组合方式，培育和吸引优秀科技人才，激励企业开展技术研发，促进创新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推动技术创新的跨界融合与应用，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充沛的智慧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及制度资源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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